
纪中叶）， 南唐有一县令在他官宅庭院里穴地为球窝， 教习他的孩子进行捶丸游戏。 在

上世纪二十年代， 在我国河北钜鹿发掘了许多宋瓷， 其中有一陶枕， 枕上绘制两幅儿童

正在挥杆欲击地进行捶丸游戏。 另外， 在我国新疆和敦煌地区的石窟壁画以及故宫所藏

的绘画中都有反映儿童参与类似捶丸的游戏。 这充分说明， 我国自十世纪中叶捶丸已经

广泛流行， 并随着唐宋时期城市的布局与居民结构的变化， 大大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

展， 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 推动了市民文化的兴起， 表现得更为活跃和丰富多彩， 呈现

出一派杂花生树、 大野芳菲的景象。 由此， 步打球衍生出了捶丸游戏， 成为宋、 元时期

深受广大平民喜爱的游戏项目。 另从元代 《丸经》 的记载中， 彰显出了当时的捶丸游

戏已具备了竞技特征的体育运动。 并在各条规则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 这不仅说明市俗

文化是中国古代体育形成的基本土壤， 更主要是市俗文化和宫廷文化的交汇， 从而推进

了古代的游艺活动向竞技体育发展的趋向。
古代捶丸的风行， 也说明了中国古人也打高尔夫球， 而且是人人可以参与的一项全

民性游艺活动。 这不仅意味着我国自十世纪中叶已流行此项活动， 而且从出土文物和文

献记载与现代高尔夫球进行比较分析， 印证了中国的捶丸是现代高尔夫球的源头。 同时

也看出了中国古代球类运动的纵剖面和横剖面， 更可以看出自春秋战国盛行的蹴鞠， 直

至汉唐宋元以来的马球、 驴鞠、 步打球、 捶丸等多元因素构成的体育有机体的运作与发

展， 以及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 由此而论述球类活动之渊源形成与流变。 也充分揭示出

中国古人的智慧和对世界球类运动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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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之发展

———以 《通报》 为中心的讨论

丁斯甘１、２

（１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２ 兰州城市学院　 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 创刊于 １８９０ 年、 由法国和荷兰汉学家联袂主编的 《通报》 汇集了欧洲汉学界主要研究成

果。 截止 １９４４ 年， 《通报》 在历任主编的努力下， 确定了其汉学研究的期刊定位， 成为欧洲汉学研究

交流的平台， 是法国汉学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通报》 设置的 “学术论文” “书目” “讣告” 等栏

目记录了法国汉学研究的历史与动态， 反映出法 ２０ 世纪上半叶国汉学研究的研究范围专精、 研究方

法更新和学术自觉性加强的特征。

关键词： 通报　 法国汉学　 书目学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０７ ８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０） ０２－０１８４－０９

法国汉学起始于 １８ 世纪， 来到中国的法国传教士翻译、 阐释和推广中国的古典典

籍， 引起了法国人乃至欧洲人的广泛兴趣。 １８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法兰西学院开设了汉语

讲座， 标志着专业汉学的形成。 雷慕沙 （Ａｂｅｌ－Ｒéｍｕｓａｔ， １７８８－１８３２）、 儒莲 （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ｓ
Ｊｕｌｉｅｎ， １７９７－１８７３） 是 １９ 世纪法国最有代表性的汉学家。 法国汉学家沙畹 （Ｅｄｏｕａｒｄ
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 １８６５－１９１８） 推动法国汉学进入繁荣期。 他的研究涉及多个汉学领域， 沙畹

的 《史记》 译著手稿中包含了导言、 注释和详尽的目录， 在当时的欧洲 “都缺乏与之

匹敌者”①， 他培养了包括伯希和 （Ｐａｕｌ Ｐｅｌｌｉｏｔ， １８７８－１９４５）、 马伯乐 （Ｈｅｎｒｉ Ｍａｓｐéｒｏ，
１８８３－１９４５）、 葛兰言 （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ａｎｅｔ， １８８４－１９４０） 在内的一批才华横溢的法国汉学

家， 他们使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汉学尤为光彩夺目， 可称为 “沙畹———伯希和时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１０－１０
基金项目： ２０２０ 年度兰州大学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项目 （２０２０ｊｂｋｙｊｄ００２）
作者简介： 丁斯甘 （１９８５－　 ）， 女， 江苏无锡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究。
　 ①　 ［法］ 戴密微著， 耿昇译 《法国汉学研究史》， 耿昇编 《法国汉学史论》 上册， 北京： 学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１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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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① 巴黎也获得了 “西方汉学之都” 的美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使法国汉学

界失去了多位汉学巨擘， 葛兰言、 马伯乐和伯希和相继去世给予了法国汉学界沉重的打

击， 因此 １９４５ 年可以称为整个法国汉学研究史上 “重要的分水岭”②。 汉学史研究属于

学术史研究范畴， 以文献学为中心的汉学具有较高的客观性与稳定的演变特征， 通过整

理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其汉学发展轨迹。 《通报》 （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是法国最具权威性的汉

学期刊之一， 多位著名汉学家都曾担任其主编。 以戴密微 （ Ｐａｕｌ Ｄｅｍｉéｖｉｌｌｅ， １８９４ －

１９７９） 担任主编时期发行的 《 〈通报〉， １８９０－１９４４ 年四十七卷总索引》 （Ｉｎｄｅｘ Ｇéｎéｒａｌ
ｄｅｓ Ｑｕａｒａｎｔｅ Ｓｅｐｔ Ｐｒｅｍｉｅｒｓ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ａｎｎéｅｓ １８９０－１９４４， １９５３） 为依据， 梳理 《通报》 所

刊发的文章有助于把握 ２０ 世纪上半叶法国乃至欧洲汉学史的整体脉络和阶段性特征。

一、 法国汉学期刊 《通报》 概述

１８８９ 年， 考狄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１８９４ － １９２５）、 施古德 （ Ｇｕｓｔａｖｅ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 １８４０ －

１９０３） 和布里尔的两位编辑思道普拉尔 （Ｍ Ｆ ｄｅ Ｓｔｏｐｐｅｌａａｒ， 生卒不详） 和奥尔迪

（Ａ Ｐ Ｍ ｖａｎ Ｏｏｒｄｔ， 生卒不详） 在前往奥斯陆准备参加东方学家会议的列车上提出创办

一份东亚研究的学术期刊， 布里尔出版公司 （Ｂｒｉｌｌ） 负责印刷出版， 考狄和施古德联袂

担任主编， １８９０ 年 《通报》 创刊。 施古德去世之后， 沙畹于 １９０４ 年继任施古德的主编

一职， 与考狄一起成为 《通报》 的主编直至 １９１８ 年去世。 考狄于 １９１７ 年至 １９１９ 年独

自担任主编工作， 自 １９２０ 年起伯希和成为 《通报》 的新一任主编， 与考狄一同负责主

编工作。 １９２４ 年考狄去世， 伯希和于 １９２５ 年至 １９３５ 年期间独自担任 《通报》 主编一职。
１９３６ 年戴闻达 （Ｊ Ｊ Ｌ Ｄｕｙｖｅｎｄａｋ， １８８９－１９５４） 与伯希和合作共同担任主编工作， 两人

合作近十年直至伯希和于 １９４５ 年去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继任

《通报》 主编一职。
《通报》 一般以一年一卷的规律发行， 每卷有一至六期不等， 截止 １９４５ 年共发行

４７ 卷， 其中 １９２０ 至 １９２１ 年、 １９２５ 年至 １９２６ 年、 １９３４ 年至 １９３５ 年分别合并为一卷，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２９ 年、 １９３８ 至 １９４０ 年分别在三年中发行了两卷， 因二次大战的原因 １９４０
年至 １９４２ 年上半年合并为一卷， １９４２ 年下半年至 １９４４ 年共发行一卷。 １８９０ 年至 １８９９
年出版的 《通报》 被编为第一集 （Ｓéｒｉｅ Ｉ）， １９００ 年至 １９０９ 年在 《通报》 封面就注明

了 Ｓéｒｉｅ ＩＩ （第二集）， 自 １９１０ 年起期刊封面用更为简洁的卷号 （ ｖｏｌ ） 替代了集号

“Ｓéｒｉｅ”， 此后刊物一直使用卷号编号顺延下去。 １９３５ 年 《通报》 将每期的期号 （Ｎｏ ）
更改为册号 （Ｌｉｖｒ ）， 并沿用至 １９９２ 年。 期刊的定价也略有调整， １８９０ 年至 １９１２ 年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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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桑兵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３７ 页。
［法］ 谢和耐著， 耿昇译 《二战之后法兰西学院的汉学研究》， 任继愈主编 《国际汉学》 第 ２ 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第 ４６６ 页。



卷为 １２ 荷兰盾， １９１３ 年至 １９１６ 年涨至 １４ 荷兰盾， １９１７ 年至 １９４４ 年每卷的价格固定

为 １６ 荷兰盾。
《通报》 截止 １９４４ 年， 期刊共出现了 １３ 个栏目， 栏目出现的次数依次为： “学术

论文”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ｄｅ ｆｏｎｄ） 共 ４７ 次、 “书目”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４２ 次、 “杂识” （Ｍéｌａｎｇｅｓ）
４１ 次、 “讣告” （Ｎéｃｒｏｌｏｇｉｅ） ４０ 次、 “纪事” （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 ３６ 次、 “评论简报”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３３ 次、 “通信”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 ２１ 次、 “按语与征询” （Ｎ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Ｑｕｅｒｉｅｓ） １９ 次、 “杂录” （Ｖａｒｉéｔéｓ） １５ 次、 “收到赠书” （Ｌｉｖｒｅｓ Ｒｅçｕｓ） ６ 次、 “通告”
（Ａｎｎｏｎｃｅｓ） ３ 次、 “期刊文章” （Ｒｅｖｕｅ ｄｅｓ ｐéｒｉｏｄｉｑｕｅｓ） ２ 次、 “官方资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ｆｉｃｉｅｌｓ） １ 次。

《通报》 的栏目可以分为专题类栏目、 互动类栏目和资讯类栏目。 专题类栏目主要

刊发专题文章， 包括专业性质的汉学论文、 经典释读、 混合性质的探险家游记、 田野调

查等文章、 零散性质的书目、 书评、 讣告等， 包括 “学术论文” 栏目、 “杂识” 栏目、
“评论简报” 和 “书目” 栏目和 “讣告” 栏目。 每期发表一至五篇不等的论文， 撰稿

人多以专业汉学家为主， 文章的学术研究价值大。 《通报》 １８９０－１９４４ 年 “学术论文”
栏目每期刊载三篇左右的学术论文， 一般在 ３０－５０ 页， 有时甚至有 １００ 页以上的长文。
《通报》 “杂识” 栏目数量不定， 内容精炼、 类似于作者随笔的研究札记， 或者是对某

一研究成果的补充。 “评论简报” 和 “书目” 从创刊就占据了重要地位， “书目” 栏目

基本囊括了欧洲、 美国、 中国、 日本等出版的汉学专著或期刊， 介绍出版物的基本信

息， 不做任何评价。 “评论简报” 是主编对文章或著作所阐述的观点进行评论， 发表个

人看法， 篇幅相对较长。 “书目” 和 “评论简报” 栏目对西方语言、 汉语和日语等汉学

著作进行介绍和评论， 语言犀利， 石田干之助认为该栏目 “最为丰富， 而且最有权

威”。① 伯希和担任主编后， 从第 ２５ 卷 （１９２７－１９２８ 年） 开始取消了 “评论简报” 栏

目， 并将书评文章归于 “书目” 栏目中， 并于 １９２５ 年第 ２４ 卷开始创立新栏目 “收到书

籍”， 代替之前的 “新到书籍” 栏目。 伯希和逐渐将部分书评归于此栏目中， 第 ２７－２９
卷 “收到书籍” 栏目长达上百页。 戴闻达接任后将书评重新归至 “书目” 栏目中， 该

栏目恢复介绍新书基本信息的功能。 “讣告” 栏目自创刊就存在的栏目， 主要刊发已故

汉学家的生平， 总结其汉学成就， 列举其研究著作， 对学术史研究颇有帮助。 期刊主编

是主要撰稿人， 可以看出期刊对前人研究的重视， 石田干之助对 “讣告” 栏目评论：
“又本杂志特色之一， 在斯学底名家逝世之际， 撰载附有详细著述目录的传记， 为编近

代中国学史的所不容或缺的参考资料”。②

互动类栏目主要为读者与编辑、 作家与编辑、 作家与作家之间提供一个沟通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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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石田干之助撰， 唐敬杲译 《欧美关于中国学的诸杂志》， 《学术界》 第 １ 卷第 ５ 期，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第 ３９－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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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凸显期刊 “交流” 的特色， 包括 “按语与征询” 栏目和 “通信” 栏目。 “按语与

征询” 栏目共刊载了 １０５ 则信息， 内容主要为读者的来稿、 回答读者的问题、 或转载

一些报刊文章的节选， 篇幅较短， 内容细碎化， 并无标题和主旨， 多数信息不到一页。
考狄与施古德时期， 该栏目是固定栏目， 施古德去世后， 该栏目迅速减少， 仅在 １９１３
年 （１４ 卷）、 １９１４ 年 （１５ 卷） 和 １９２０ 年 （２０ 卷） 短暂出现过。 “通信” 栏目截止

１９４４ 年共刊载了 ５６ 封信件， 作者多为汉学研究人员， 作者通过该栏目与其他学者交流

沟通， 发表个人观点， 进行学术讨论。
《通报》 的资讯类栏目包括 “纪事” 栏目和 “杂录” 栏目， 栏目信息碎片化， 所

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 包括国际学术会议的内容报道、 报刊或官方文件的节选、 政治谈

判、 政治人物的相关报道、 一些探险家的报道。 “纪事” 栏目在 １８９０－１９３０ 年期间基本

为固定栏目， １９３１ 年伯希和取消了该栏目。 “杂录” 栏目属于期刊草创时期， 该栏目反

映出法国和荷兰在远东的国际形势。 １９０４ 年沙畹继任主编后将国际学术会议报道、 欧

洲探险家报道归于 “纪事” 栏目中， “杂录” 栏目取消。 伯希和任主编时于 １９２４ 年短

暂恢复了该栏目， 此后该栏目再未出现。
综上所述， 《通报》 通过栏目将文章分为了专题文章、 交流互动信息和新闻资讯。

截止 １９４４ 年， 期刊在 ５４ 年的发展过程中， 因主编旨趣的不同对栏目有所调整， 因 《通
报》 的学术特性故取消了 “按语与咨询” 栏目， 取消了栏目特征不明显的 “杂录” 栏

目， 突出 “学术论文”、 “杂识” 栏目的不同文章特色， 合并 “评论简报” 与 “书评”
栏目， 栏目不断精简， 其形式内容不断规范丰富。

二、 ２０ 世纪上半叶 《通报》 的基本特征

在历任主编的努力下， 《通报》 成为 ２０ 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汉学期刊之一， 就期

刊的基本情况作简单说明：
１ 期刊作者分布

期刊的作者群体从国籍角度考察， 可考者共计 １９０ 名， 法国作者共 ８９ 人， 约占

４７％； 德国共 ３２ 人， 约占 １７％； 英国 １５ 人， 约占 ７％； 荷兰 １３ 人， 约占 ７％； 美国共

１２ 人， 约占 ６％； 其余俄国 ７ 人、 比利时 ４ 人、 匈牙利 ３ 人、 意大利 ３ 人、 瑞士 ２ 人、
中国 ４ 人、 日本 ２ 人、 芬兰、 瑞典、 奥地利、 西班牙各 １ 人。 国籍占比基本与发表了 ３
篇文章以上活跃撰稿人国籍的占比基本一致， 法国作者占了绝对优势， 其次是德国作

者， 荷兰籍作者无论在作者群体还是活跃撰稿人中都不占优势， 可以证实 《通报》 是

法国汉学的代表刊物。 从职业身份角度考察， 《通报》 作者群体中职业可考者共 １８５
人， 学者共 １２１ 名， 约占 ６５％， 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群体； 外交官 ２３ 人， 约占 １２％；
传教士 １５ 人， 约占 ８％。 此外教师、 军官、 探险家、 译员、 记者、 医生等多种职业也占

据一定地位。 作者群体与活跃撰稿人的统计数据保持一致， 专业研究人员占据了绝对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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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显示出 ２０ 世纪前半期法国汉学研究趋向专业化的特征。
２ 期刊文章分类

以 １９５３ 年 《通报》 出版的 《题材的补充索引》 （ Ｉｎｄｅｘ Ｃｏｍｐｌéｍｅｎｔａｉｒｅ ｐａｒ Ｍａｔｉèｒｅ ）
为主要依据， 《通报》 刊载所有文章①的研究领域按照数量排列， 条目顺序依次为： 文

献与文学 （６５３ 篇）、 历史 （４３１ 篇）、 宗教 （３７２ 篇）、 艺术 （２９０ 篇）、 科技 （２５７
篇）、 地理 （２０５ 篇）、 游记出使 （２０４ 篇）、 风俗 （１１８ 篇）、 书目 （１０３ 篇）、 贸易

（８０ 篇）、 教育 （７７ 篇）、 人类学 （６９ 篇）、 交流 （３７ 篇）、 政府 （３７ 篇）、 人口 （２８
篇） 和法律 （２１ 篇）②。 进一步分析， 《通报》 中专题类栏目的文章数目远高于资讯类

和互动类栏目的文章数目， 专题类栏目是 《通报》 的核心栏目。 专题栏目所收文章主

要分为论文和书评， 专题类中与中国相关的文章数量依次为： 文献与文学 （５９５ 篇， 专

文 ２２５ 篇， 书评 ３７０ 篇）、 历史 （３７７ 篇， 专文 １８２ 篇， 书评 １９５ 篇）、 宗教 （３２９ 篇，
专文 １３２ 篇， 书评 １９７ 篇）、 艺术 （２５８ 篇， 专文 ６６ 篇， 书评 １９２ 篇）、 科技 （１８１ 篇，
专文 １０９ 篇， 书评 ７２ 篇）、 地理 （１６２ 篇， 专文 ９５ 篇， 书评 ６７ 篇）、 游记出使 （１２５
篇， 专文 ５０ 篇， 书评 ７５ 篇）、 风俗 （９０ 篇， 专文 ３５ 篇， 书评 ５５ 篇）、 书目 （８６ 篇，
专文 ２３ 篇， 书评 ６３ 篇）、 贸易 （６３ 篇， 专文 ３４ 篇， 书评 ２９ 篇）、 人类学 （５７ 篇， 专

文 １８ 篇， 书评 ３９ 篇）、 教育 （２９ 篇， 专文 １９ 篇， 书评 １０ 篇）、 政府 （２５ 篇， 专文 ９
篇， 书评 １６ 篇）、 法律 （１８ 篇， 专文 ４ 篇， 书评 １４ 篇）、 人口 （１８ 篇， 专文 ８ 篇， 书

评 １０ 篇）、 交流 （１３ 篇， 专文 ５ 篇， 书评 ８ 篇）。 《通报》 与考狄的 《中国书目》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ｑｉｒ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ｑｐｈｉａｕｅ ｄｅｓ Ｏｕｖｒａｇ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ｆ à 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
重合度高度重合， 除了教育与交流条目外， 《补充索引》 的其余条目皆可纳入 《中国书

目》 的总类别中， 这些条目下的文章基本涵盖了 《通报》 与汉学研究的全部内容， 符

合其汉学期刊的定位。
３ 汉学学术期刊的确立

《通报》 创刊封面副标题为 “关于东亚 （中国、 日本、 朝鲜、 印度支那、 中亚和马

来西亚） 的历史、 语言、 地理、 人种志的研究”， 主编声明中对期刊的定位有明确的说

明： “填补远东民族研究的空白”。③ 研究领域方面将中文文献中的中亚问题研究列在首

位， 考狄特别针对中国与中亚、 东南亚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汉学家需要学习波利尼西亚

和闪语族语言， 强调了汉学家和东方学家的跨学科合作， 这也突出了 《通报》 刊名中

“交流” 的概念。 考狄与施古德时期的 《通报》 并未将中国史研究放在首位， 期刊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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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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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包括 《通报》 专题类、 互动类、 资讯类栏目的所刊文章。
因法国汉学各领域多有交叉和重叠， 经常一篇文章可以同属于不同的类别， 例如伯希和于 １９２９ 年在 《通
报》 第 ２６ 卷上发表的 《关于中亚研究的九个注释》 （Ｎｅｕｆ Ｎｏｔｅｓ ｓｕｒ ｄｅ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ｄ’ Ａｓｉ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 就涉及

历史、 文献学、 地理等多个研究领域， 故统计数据时会出现一篇论文涉及两个或更多的研究领域的情况，
研究领域占比总数大于刊载文章的总数量。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 Ｇｕｓｔａｖｅ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 ‘Ａｖｅｒｔｉｓｓｅｍｅｎｔ ｄ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ｅｕｒｓ’， 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Ｖｏｌ １， Ｎｏ １， １８９０， ｐｐ Ｉ－ＩＶ



远东地区各领域的研究， 研究范围以中国为中心， 辐射日本、 韩国、 印度、 东南亚地

区， 内容繁杂， 期刊的学术定位尚不明晰。 １９０４ 年沙畹接任 《通报》 主编后， １９０４ 年

２ 月 ２２ 日写给考狄的信中写道： “我相信， 有了 《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 和 《通报》，
法国汉学在科学界将占有一席之地。 我会尽我所能让你 （考狄） 不会后悔让我参与主

编工作。”① 由此可知， 沙畹期望 《通报》 专门服务于汉学研究。 １９０６ 年布里尔出版公

司经理、 《通报》 创始人之一思道普拉尔去世后， 沙畹将期刊封面副标题改为 “关于东

亚的历史、 语言、 地理和人种志的资料”， 缩小了期刊的研究范围。 １９２０ 年伯希和接任

主编于 １９３１ 年再次修改 《通报》 封面副标题， 改为 “通报或者东亚的历史、 语言、 地

理、 人种志和艺术资料”， 研究地区不变， 研究领域扩展到艺术史研究。
１８９０ 年至 １９４５ 年期刊 “学术论文” 栏目刊发论文共 ５５１ 篇， 与中国相关的论文共

４０５ 篇， 其中第一卷 （１８９０ 年－１８９９ 年） 共收录论文 １０２ 篇， 与中国相关的论文 ６７ 篇，
占总数的比例为 ６５ ７％； １９００ 年到 １９４４ 年共收录文章 ４４９ 篇， 与中国相关的论文为

３３８ 篇， 占总数的比例为 ７５ ３％。 ２０ 世纪开始 《通报》 多个领域中汉学研究文章和书

评数量明显增加， 条目增加比率依次为： 文献与文学 ８ ７％、 历史 ５ １％、 艺术 １６ １％、
科技 １４ ７％、 地理 ２５ ３％、 游记出使 ９％， 证明了 《通报》 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 每

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 研究领域逐步细化。
综上所述， 数据清晰地表明 《通报》 对汉学研究的关注逐年增加， 研究关注点逐

渐集中的特点， 由此可以证明沙畹继任 《通报》 主编后， 调整了创刊初期定位于远东

地区的研究范围， 是期刊定位的转变对文章刊布影响的直接反映， 这个时间点的出现也

证明了法国本土汉学的崛起， 法国汉学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三、 法国汉学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进步

通过上文可知， 《通报》 作为汉学研究的平台， 与欧洲汉学发展紧密相关， 期刊如

实反映出法国汉学较之 １９ 世纪更具有科学性， 研究领域向纵深发展。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

法国汉学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 汉学机构与汉学期刊的创立

２０ 世纪上半叶， 法国先后设立了多处汉学教学与研究机构， 例如巴黎大学汉学研

究所、 波尔多大学和里昂大学的汉学讲座、 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的远东艺术史讲座、 法国

国家教育部下设 “东方语言和文明” 部门、 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成立。 汉学机构的建立

有助于专业汉学研究人员的培养。 期刊方面， １９ 世纪法国乃至欧洲的学术期刊多以远

东地区为研究对象， 中国只是亚洲研究的一部分，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初 《通报》 等专

业汉学期刊的创立证明了法国汉学家从远东研究过渡到汉学研究， 研究范围逐渐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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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ｅｎｒｉ Ｃｏｒｄｉｅｒ， ‘Ｅｄｏｕａｒｄ 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 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Ｓéｒｉｅ ＩＩ，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１ ／ ２， １９１７， ｐｐ １１４－１４７



《新中国评论》 的主编库寿龄 （Ｓａｍｕｅｌ Ｃｏｕｌｉｎｇ， １８５９－１９２２） 在 《新中国评论》 的编辑

声明中就指出了 《通报》 等法国专业刊物对法国汉学发展的重要， 称法国的汉学刊物

“共同维持了法国在这门科学中的领导地位”，① 《通报》 等一系列专门汉学期刊的出现

正是法国汉学飞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２ 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

１９ 世纪时期， 法国汉学家都从未来过中国， 缺乏田野考察， 法国汉学研究仍局限

于翻译注释， 缺乏原创性， 研究深度不及德俄两国水平。 ２０ 世纪初， 法兰西远东学院

为法国汉学家提供了近距离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 汉学家有机会在中国地区进行实地考

察， ２０ 世纪的法国新一代汉学家在继承了 １９ 世纪法国汉学家开创的文献研究法的同

时， 利用中国考古发现、 碑铭、 题记等大量史料综合分析研究中国。 沙畹、 伯希和就是

２０ 世纪前期法国汉学家的代表， 沙畹 “从法国学者那里， 他继承了一种精确地文献学

研究的头脑和方法， 及法国图书馆科学的可贵遗产； 从英美汉学家那里， 他了解到第一

手田野考察经验和当代汉语知识的重要性”。② 沙畹重视使用考古材料， 开创了法国碑

铭学研究， 他在 《通报》 上发表的 《蒙古时期 （元代） 的汉字碑铭和令旨》③ 系列论

文使用文献考据学的研究方法翻译考释了云南大理的崇圣寺 （即三塔寺） 中的汉字碑

文， 指出了各个版本的不同之处， 分析元朝时期汉语作为官方语言的语用特征， 并将元

代的汉文碑文进行分类。 沙畹的碑铭学研究为法国之后的敦煌学研究、 西域史学研究、
蒙古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伯希和亦赞同碑铭学等考古资料的使用， 他为罗振玉先生的

《魏书宗室传注》 撰写的书评中强调佛教遗迹的题记的重要性： “佛教石窟题记是一个

尚未被使用且不应被忽视的信息来源”。④

《通报》 的研究还引进了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语言学、 语音学、 人类学、 社会学等

跨学科研究方法。 主编沙畹积极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 他认为： “社会学无疑

是汉学学者目前最感兴趣进行研究的学科之一， 因为在面对中国文化时， 汉学家可以借

助社会学的科学手段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运用社会学理论发现无数研究主题”。⑤ 伯希

和在 《通报》 发表了多篇西域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论文， 他讨论蒙语与汉语、 突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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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王国强 《视野与评价： １９ 世纪至 ２０ 世纪初的英国汉学———以 〈中国评论〉 为讨论中心》， 章开沅、 严昌

洪主编 《近代史学刊》，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４１－１５４ 页。
韩大伟 《传统与寻真———西方古典汉学史回顾》， 《世界汉学》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第 ６－１４ 页。
沙畹共撰写了三篇蒙古时期碑铭论文， 分别是： ‘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ｅｔ ｐｉèｃｅｓ ｄｅ 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ｅｒｉ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ｓ ｄｅ ｌ ＇éｐｏｑｕｅ
ｍｏｎｇｏｌｅ’， 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Ｓéｒｉｅ ＩＩ， Ｖｏｌ ５， Ｎｏ ４， １９０４， ｐｐ ３５７－４４７；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ｅｔ ｐｉèｃｅｓ ｄｅ 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ｅｒｉｅ ｃ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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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等多语言之间的对音现象， 梳理各语言间的衔接情况， 进而考证各民族间的交往历

史。 伯希和吸收了中国乾嘉考证的学术传统， 论文附有大量注释， 对比各版本间的不同

之处， 寻找各版本的出处， 伯希和的注释为之后的研究学者提供了便利， 更为之后的历

史语言研究、 蒙古学研究提供了合理的研究方法。
２０ 世纪上半叶法国乃至欧洲学界注重与中国学界的交流， 以沙畹、 伯希和为代表

的法国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建立了个人联系， 通过 《通报》 为法国汉学界提供中国最新

的研究成果。 《通报》 “书目” 和 “评论简报” 栏目多次刊载中国学者的专著或中国历

史期刊的论文， 如沙畹于 １９１１ 年在 “评论简报” 栏目中为罗振玉先生、 王国维先生主

编的 《国学丛刊》 撰写书评， 简要介绍了期刊所刊载相关敦煌遗书的研究。 沙畹向西

方读者详细介绍了罗振玉先生和王国维先生的专著。① 伯希和担任主编后， 持续关注中

国学界， 他的书评可以分为两类： 首先， 伯希和撰写长评评述中国传统史学家的研究成

果。 伯氏分别为罗振玉先生的 《古镜图录》 和 《魏书宗室传注》 撰写书评， 详细介绍

罗振玉先生的研究成果， 并称赞 “罗振玉先生的新作是朝代史考证的重要贡献， 文章

信息的准确性和文章的研究广度值得毫无保留地赞赏”。② １９２８ 年， 伯希和在 《通报》
上发表 《王国维作品集》， 文章长达 ７１ 页， 几乎涵盖了王国维先生的所有作品， 并评

价王国维的作品 “是如此重要和丰富， 我认为很有必要将他的作品详细列举出来， 我

可以借此机会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③ 其次， 伯希和对中国新派学者的关注。 这类学

者留学欧美等国， 学习了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并应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 伯希和评论胡

适先生的 《先秦名学史》 时指出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用欧洲语言做出的最好的科

学成果。”④

３ 研究领域的细化

《通报》 作为法国汉学界的媒介， 期刊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学术自觉性———期刊在书

评中开始评论汉学研究的现状并思考汉学的发展方向。 沙畹在多篇书评中表示汉学研究

应向多学科领域发展， 进行跨学科研究。 高本汉 （ Ｋｌａｓ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Ｋａｒｌｇｒｅｎ，
１８８９－１９７８） 在书评中强调语言学对于汉学研究的重要性： “在之前的汉学研究中， 语

言学一直被被忽视， 直到现今从更广泛的汉学角度进行考虑， 正如考古研究、 历史研

究、 宗教研究一样， 语言学研究逐步受到重视”。⑤ 文学研究方面， 伯希和支持中国诗

１９１２０ 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之发展———以 《通报》 为中心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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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的译介与研究： “中国诗歌已成为潮流， 但是人们对于无法翻译出玉石的神韵时会感

到遗憾， 无论如何中国诗歌已经激发了公众的好奇， 那么远东学者就应该满足其需

求”。① 宗教研究方面， 沙畹希望深入开展道教研究， 他为戴遂良 《道教》 （第一卷）
撰写的书评中提出不应该将研究重点放在 《道德经》 的翻译问题上， 应从宏观角度研

究道教思想， “道教研究已经成为汉学家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② １９５３ 年 《通
报》 出版的 《补充索引》 按照汉学研究领域通报目录分为 １３ 类别， “文献” “宗教”
“科技” “艺术” 等条目下设子条目， 法国汉学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呈现出各学科细化且相

互隔绝的特点。

结论

如前文所述，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汉学研究范围正如 《通报》 所显示的一样， 研

究涉及了汉学领域各个方面， 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 沙畹、 伯希和为代表的法国汉学

家打破了 １９ 世纪以雷慕沙、 儒莲为代表的 “法国汉学学派时期”③ 的书斋式研究方法，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成立了多个汉学机构， 并培养了多位法国专业汉学家， 他们善于

利用汉文典籍， 重视实地考察工作， 加强与中国学界的联系， 开创了法国碑铭学研究、
敦煌学研究、 西域史学研究、 蒙古学研究、 藏学研究、 宗教研究等诸多研究领域， 由此

法国汉学研究进入了鼎盛时期并对 ２０ 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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